课堂观念的变化
   教师在年复一年的课堂教学中慢慢老去，是不是我们的教学观念也在不断地老化和僵化？一轮又一轮的课程改革是否真正冲击了我们的课堂教学？实际上，教师的课堂观念决定着课堂教学的质量。
    观念一：“我只能这样上”
教师同行之间互相听课和评课一直是学校教研制度的一部分。在你的日常听评课活动中，可曾听到这样一个声音：“这个课，我只能这样上了。”说话者或者带有一丝无奈，或者带有一些自负。
每位教师在其不长不短的教学生涯中都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或教学特色，相比于其他行业，教师所面对的情境变化不太大，或者说变化是潜在的。这样一来，经验显得格外珍贵，因为经验在应对不变的环境时有着天然的优势。
任何一个受学生欢迎的历史教师，都会有其所长，擅长讲故事的我一直受到学生的追捧。回想我的课堂，我就像一个道行高深的说书人，带领学生在历史故事的海洋里，感受往事越千年的英雄人物，调侃那些民间流传的真假野史，戏说历史人物的古今情怀，学生在我的课堂上听得如痴如醉，或捧腹、或深思、或大笑、或击掌······在我的课堂上，我是一个精彩的说书人，学生是一群忠实的听众和历史的“粉丝”，按照他们的话说，“原来枯燥的历史也可以被讲解得如此精彩”。
受我的影响，学生热爱历史故事，每个学生似乎也可以对某一段历史侃侃而谈，他们会在学习时间里高效地记住考试所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长期以来，我所带班级的历史成绩在全年级班级里总是遥遥领先。同样，因为擅长讲故事，我获得了市里以“教师的语言魅力”为主题的历史优质课比赛一等奖第一名，获得了广大同仁的高度好评和赞扬。
在这种既被学生喜爱和崇拜，又在学习成绩的评价中一直处于一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同行的肯定与教学比赛中所获得的荣誉，让我对自己的课堂是如此的执着和自信-我认为，历史课堂就应该是这样的故事课堂。在这种坚信下我也看到了我的“教学将来”：我会一直这样“说书”或讲故事。
——节选自陆虎：《历史故事在教学中的运用》
一些优秀的历史教师会在教学生涯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特长和风格，当某一种经验或特长定形后，或会促进教学，或也会阻碍教学。陆老师的反思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极强语言能力、擅长讲故事的历史教师对自己教学的思考。不会讲故事的老师肯定不是好的历史老师，但是历史课只需要讲故事就行了吗？以至于其他学科的同行在新课程改革那么多年后还误认为：“你们历史课，主要就是给学生讲讲故事就行了。”这样的误会既是人们长久以来对历史学习的误解，也是历史教师需要突破的窠臼。
人活在经验里时相对会比较轻松和自信，尤其是经验所带来的成功与认同更固化了这些经验，同时这些经验也可能会阻碍其他能力的增长。随着时代的变化，学生群体的心理状态在悄然变化，经验似乎不能应对一切变化了，尤其是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正是这一要求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我只能这样上了”的声音反映了一些老师还生活在经验里，还活在一个“自我的世界”里，对正在变动的世界缺少感知，对自身知识的折旧与能力的限制没有清醒的认识。
观念二：“课，只能这样上”
当听课、评课越来越成为一种激烈的学术交流与争鸣时，我们是否听过这样一个声音：“课，只能这样上了。”说话者除了带有一种严重的自负外，还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固执。
2004年前后，围绕“鸦片战争可否称为商业战争”的研究性学习案例，中学历史教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辩论双方观点之鲜明、对垒之激烈非常罕见。在讨论中，有学者这样认为：
课程标准的核心是课程内容。每一学科的课程内容都是该学科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科学事实、概念、原理、方法、价值观等。这些内容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目的性，是由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精选出来的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精华，然后经国家批准，用课程标准的文本形式确定下来。在国家课程标准体制下，课程标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它规定的课程内容具有相对确定性和法律约束力。它是指导教材编写和教师授课的法规。一般说，课程内容无论从科学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不允许教材编写者和授课教师擅自变更和重新解释，否则，就无法保证课程目标的实现。课程标准是舶来品，原产地在欧美。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带有鲜明的工业生产标准化的烙印，衡量尺度非常严格，不容许随意更改。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都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指导教学的法律性文件，但顾名思义，课程标准比教学大纲具有更严格的规定性。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规定的本节课程内容是：“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就是说，国家规定要我们对学生进行鸦片战争性质的教育，要求每一个学生明确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而蒋老师以《鸦片战争可否称为商业战争》为题，开展研究性学习，如果他能引导学生批判鸦片战争是商业战争的谬论，使学生明确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自然无可非议。但遗憾的是，蒋老师把史学研究中非主流意识引入课堂教学，得出“将这次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固可，概括为商业贸易战争亦无不可”的结论。这实质上是擅自更改国家规定的课程内容，擅自更改培养目标。从蒋老师提供的调查分析，18位学生之中，只有9位能够正确认识鸦片战争的性质，达到了国家的要求。这个问题是值得每一位历史教师深思的。
······“鸦片战争”的名称，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生成物，“商业战争”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歪曲战争性质，随后制造的假货。这就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如果蒋老师真的尊重历史的客观性，那么，有什么必要引导学生将鸦片战争改为“商业战争”呢？难道“商业战争”真的比鸦片战争更能揭示这场战争的性质吗？难道我们应当允许以假乱真吗？
蒋老师还强调：“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就有不同的诠释，但关键的是我们要在正反双方寻求一个平衡点。”试问：西方御用文人为英国侵略行径辩护而提出“商业战争”的诡辩词，中国人民为揭露英国侵略行径而直呼鸦片战争，在这两者之间，怎么寻求这个平衡点？蒋老师给出的答案是：“将这次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固可，概括为商业贸易战争亦无不可。”难道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平衡点”，是公正、客观的吗？如果用这样的平衡术去理解历史问题，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将日本军队侵入中国说成“进入中国”，我们还有抗议、批判的必要吗？显然，蒋老师的平衡术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这种不科学、不公正的平衡术又怎么能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呢？
——节选自马执斌、王月凤：《围绕一个研究性学习案例的对话-再驳＜鸦片战争也应有维护商业的性质》》，载《中学历史教学》，2005（6）
上面的观点很鲜明地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课程标准的绝对权威性，二是鸦片战争的性质早有定论。而“鸦片战争可否称为商业战争”不能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题目来讨论，进一步说，就是对鸦片战争一课的具体教授方法和角度有了强烈的政策性、学术性规定。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权威标准与观点的问题，也涉及新课程改革形势下教师观念转变的问题。
学者对课程标准、权威学术观点的服膺，对师生课堂探索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课堂的日趋技术化。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反思这一现象，这是随着人类社会不断演进而出现的，是人类过分崇拜科学理性的必然结果：
启蒙运动以来，神权没落，人的发展体现在科学、道德和艺术方面，但后来“科学”一枝独秀，“道德”和“艺术”两方面好像弱化了。······这种情况放在学校里来看就很成问题，我们的老师很受这种“科学”对教与学的影响，教学的每一个步骤都期望有一个既定的、能够控制、能够预测的结果。
——操太圣、卢乃桂：《伙伴协作与教师赋权-教师专业发展新视角》，208～20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这样一种课程观传导到教师、到课堂那里，则体现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一种“标准思路”，教师自己缺乏创造性，教师的主导性太过强烈，学生的主体性因此也遭到忽视。当我们把课程标准看成是“衡量尺度非常严格，不容许随意更改”的一成不变的标准时，教师不但自己丧失了话语权，教师也会引导学生沿着预定的思路进行学习，因此产生了对标准性、程序性教学模式的推崇，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活生生的学生个体，使得本该鲜活、充满生机的校园和课堂丧失了活力，而那些对课堂进行了探索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越过了“雷池”而受到批判。
观念三：“课，还可以这样上”
实际上，在我们听到一种思路迥异的历史课时，不但会为之击节叫好，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声音盘旋于心头：“课，还可以这样上！”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教学智慧，启迪着更多教师的探索。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一向是个重点。但是，在不同的教学目标的指引下，提问的方法有所不同。
典型的传统问法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哪些？这种问题指向性很清楚。如果教师前面的教学铺垫较为充足，授课又很生动，学生会七嘴八舌答出一些原因，如军事装备落后、经济实力落后、政治腐朽败坏、社会形态落后等。然后，教师指出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形态落后，或者师生共同得出这个结论。这种教学，基本上属于知识的再现、迁移和运用，虽然也有能力培养，但大致仍可归结为知识本位。
如果着眼点在于过程与方法，那么就可以这样提问：如果林则徐没有被撤职，中国还会战败吗？这个问题涉及的知识和前面差不多，但是其旨趣却大不一样。要解决这个问题，学生必须弄清个人与时代、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在师生讨论中，教师要关注的是：学生推理的起点什么？学生是如何论证其观点的？其思维起点和论证过程有无纰漏？如何进行指导？这种教学，创设出问题情境，激活学生思维差异和思维兴趣，有利于学生思维方法的发展，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建构的基础在于学生认同被建构对象的意义。如果学生缺乏认同，那知识的巩固与落实、能力与方法的培养都将是白忙活一场。所以，我们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要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呢？历史的确有借鉴功能，但我们借鉴什么呢？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社会形态，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分析失败的根本原因，顶多增长些知识，或许还能发展思维能力，但是该学的知识、该培养的能力数不胜数，为何偏取这一瓢饮呢？
因此，问题还可以接着问下去：当时的中国人有没有认识到自己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虽然在后人的眼中，鸦片战争俨然就是一座界碑，在此前后，古代和近代判若分明。但是，除了极少数人的些许反省和觉悟外，中华民族开始认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却是二十年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对于当时人的影响，不过是一场小小的波动，过后依然如故。被后人视为耻辱的《南京条约》，当时人却称作“万年和约”。而对于将我们打败的英国，当时人仍视之为“蛮夷”，很少有人去理性分析为什么他们能够获胜。或者出于狂妄自大的惯性心态，或者由于战败后不敢正视自己，或者一向缺乏反省的思维习惯，总而言之，中国人战败了，却没有从中汲取任何教训。其实，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败后于自己是毫无触动，对战胜者是“精神胜利法”。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美国佩里将军叩关之后，马上就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在佩里登陆的横须贺修建佩里公园，将其叩关的日子作为日本的“开国日”。虽然中日两国文化有异，但是日本人善于反思自己和学习对手的优点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果时至今日，当提及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清朝腐朽败坏政治的冷嘲热讽、对英国强盗逻辑的愤怒控诉，我们将愧对在战争中牺牲的先烈。
可是，这些宏大叙事和学生个体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在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一个人不可能永远都是胜利者，他将不断地遭受挫折、面对失败。我们的学生也是如此，甚至他们也许已经遭受过严重的挫败。怎么办？是视而不见我行我素？是抬不起头挺不直腰？是喋喋不休只为控诉对方的不义？是从此让耻辱的心态主宰全部生活？还是我们另有选择，冷静反省自己的不足，认真学习对方的长处，愈挫愈奋，勇往直前？鸦片战争对于学生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提供了这样一次反省民族、认识自我的机会。
——张汉林：《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三种问法--基于三维目标视野的分析》，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1,2）
课堂的改变，首先应是观念的改变，而课程观的变化则是首要。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三种问法，或可看作围绕三维目标的实现，教师观念的不断转变的典型范例。从知识本位到思维方法的习得，再到价值观的追问，使得历史教学因这三问的思考而获得了升华，虚无缥缈的三维目标有了具体的落脚点。原来，原因还可以这样追问！课，还可以这样上！每多一问，就多了一个视角，历史学习就多了一层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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